
·学术探讨·

工资上升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

张明志　铁 瑛

内容提要：本文将产品质量异质性和效率工资同时纳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研究了工资上
升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资上升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受到劳动
生产率水平的调节，只有在劳动生产率水平足够高时，工资上升才会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
升；在控制了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相互影响以及出口产品质量对工资的反向作用之后，工资上升
会抑制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工资上升会通过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而提升企业出口产品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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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长期以来，中国的外贸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丰裕的低端要素禀赋所形成的低成本优势。在这
一背景下，虽然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
巨大的成功，但出口产品在全球价值链环节中至今
仍处于相对低端的位置，产品质量不高，附加值偏
低。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口结构转型，人口红利渐
趋消失，工资水平已经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中国
现有外贸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正面临着严峻的挑

战。降低或化解工资上升所带来的成本上升压力，
发挥工资上升的积极作用，着力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很可能是我国外贸应对现有挑战的重要突破口。
因此，深入研究工资上升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
响，对于理解和认识要素成本上升背景下中国外贸
的转型和升级以及探讨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

的意义。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国外文献一般围绕最低工

资与出口“量”的关系来展开。较早的代表性文献有

Ｂｒｅｃｈｅｒ（１９７４ａ，１９７４ｂ）和Ｆｌｕｇ　＆ Ｇａｌｏｒ（１９８６）等。
研究表明，最低工资的上升对出口形成负面影响。
新近的代表性研究是Ｅｇｇ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基于异质
性企业理论，引入中间品贸易，发现最低工资的上升

不仅会对本国的出口产生抑制作用，对其贸易伙伴
国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从国内文献来看，虽然也有
一些学者从最低工资视角研究工资上升对中国出口

的影响（如孙楚仁等（２０１３ａ，２０１３ｂ）的研究发现，最
低工资上升对中国企业出口产生负面影响），但更多
学者是直接从工资出发来研究其对出口贸易的影

响，且主要围绕工资上升与出口“量”之间的关系来
展开，研究结论也大相径庭。一些研究认为，工资上
涨意味着企业用工成本的提高，这将削弱中国出口
的成本优势，从而不利于中国出口贸易发展，代表性
的文献有吕政（２００３）和岳振、刘志彪（２０１１）等。同
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工资上升会带来正的外部性，
也可能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而可能对出口产
生促进作用，代表性的研究如程承坪等（２０１２）和都
阳、曲玥（２００９）等。
出口产品质量是当今国际贸易学界的一个研究

热点。自 Ｍｅｌｉｔｚ（２００３）以来，大量学者利用异质性
企业贸易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企业的出口行为。但近
年来，学者们普遍发现利用原有的异质性企业理论
很难解释企业的出口价格，如Ｂａｌｄｗｉｎ　＆ Ｈａｒｒｉｇａｎ
（２０１１）、Ｋｕｇｌｅｒ　＆ Ｖｅｒｈｏｏｇｅｎ（２０１２）等。根 据

Ｍｅｌｉｔｚ（２００３）的研究，价格依赖于劳动生产率，企业
的竞争能力则取决于价格，企业劳动生产率越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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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越低，竞争力越强。但在现实中，往往劳动生产率
高的企业，其出口产品的价格也高。为解决这一矛
盾，部分学者尝试将出口产品质量的异质性作为和
劳动生产率同样重要的异质性特征引入贸易模型，
以解释企业的异质性与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之间的

相关关系，如 Ｖｅｒｈｏｏｇｅｎ（２００８）、Ｊｏｈｎｓｏｎ（２０１２）、

Ｈａｌｌａｋ　＆Ｓｉｖａｄａｓａｎ（２０１３）、Ｋｕｇｌｅｒ　＆ Ｖｅｒｈｏｏｇｅｎ
（２０１２）和Ｂｒａｍｂｉｌｌａ　＆Ｐｏｒｔｏ（２０１６）等，并由此衍生
出有关出口产品质量的系列研究。比如，Ｂｅｒｎａ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和 Ｍｅｌｉｔｚ　＆Ｒｅｄｄｉｎｇ（２０１４）研究了出口目
的地的收入水平对一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Ｂｒａｍｂｉｌｌａ　＆Ｐｏｒｔｏ（２０１６）进一步将出口目的地收入
水平与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国的工资水平联系起来

进行研究。
随着国内企业层面微观数据可获得程度的提

高，出口产品质量也开始成为国内学术界的一个研
究热点，但主要集中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测算及其
影响因素的分析（如施炳展，２０１３；张杰等，２０１４；孙
林等，２０１４；施炳展、邵文波，２０１４；韩会朝、徐康宁，

２０１４）。也有学者进一步探讨了加入质量异质性后
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如樊海潮、郭光
远（２０１５）探讨了出口价格、出口质量和劳动生产率
间的关系，并证实了质量效应与生产率效应。
本文就工资上升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进行了

理论建模，将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相互作用纳入实
证模型，验证了工资上升通过劳动生产率影响出口
产品质量的传导机制。结果发现，工资上升因成本
效应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了抑制作用，但工资上升
因效率工资效应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了促进作用。

二、理论建模

本文以 Ｍｅｌｉｔｚ（２００３）和Ｄｉｘｉｔ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１９７７）
为基础，借鉴Ｂｒａｍｂｉｌｌ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的思想，重点对
局部均衡条件进行分析，在质量异质性的引入及对
质量的评价方面参考 Ｖｅｒｈｏｏｇｅｎ（２００８）、Ｊｏｈｎｓｏｎ
（２０１２）、Ｈａｌｌａｋ　＆ Ｓｉｖａｄａｓａｎ（２０１３）、Ｋｕｇｌｅｒ　＆
Ｖｅｒｈｏｏｇｅｎ（２０１２）、Ｂｒａｍｂｉｌｌａ　＆Ｐｏｒｔｏ（２０１６）等，同
时借鉴 Ｈｅｌ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的思路，即企业通过决
定其所生产产品的质量来实现利润最大化。本文所
做的主要拓展是：其一，借鉴Ｓｏｌｏｗ（１９７９），将“效率
工资效应”引入模型①，基于要素投入结构的不同会
导致劳动生产率出现差异这一前提，考察要素投入
结构如何调整工资上升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其二，在
厂商的边际成本设定上，放松物品产品生产边际成

本相同的假定，并将其和工资联系起来，通过ＣＥＳ
形式复合两种边际成本。较之于 Ｍｅｌｉｔｚ（２００３），本
文也做了一些简化：一是只对部分均衡条件进行分
析，并没有进行严格且完整的均衡求解；二是忽略了
封闭与开放的差异，取消了出口的进入成本，从而使
模型在开放与封闭的设定上退化到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８０）的情形；三是不考虑企业的进入与退出，简化
了不确定性。

（一）消费
假定社会由许多个人组成，他们既是消费者也

是生产者，分别外生供给自己的劳动，并规范化为

１。个人的能力具有异质性，这体现在他们所能获得
的收入即工资上，高工资意味着高能力，低工资意味
着低能力。假定社会有一系列生产差异性产品的厂
商，消费者ｊ的效用设定为：

Ｕｊ＝（∫ｉ∈Ｉｑｉρｄｉ）１／ρ，其中，０＜ρ＜１，Ｉ表示社会
产品的全集。
对于质量异质性的引入，不少文献采用让质量

进入效用函数来实现，需求方程采用ｌｏｇｉｔ形式
（Ｖｅｒｈｏｏｇｅｎ，２００８；Ｆａｊｇｅｌｂａｕ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或是质
量调整的 ＣＥＳ形式（Ｂａｓｔｏ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Ｈａｌｌａｋ，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为了简化，沿用 Ｄｉｘｉｔ　＆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１９７７）的设定，在预算中通过引入心理调节变量来
导入质量异质性。
不难得出，任意两种产品的替代弹性相同且为

σ＝１／（１－ρ）＞１，消费者ｊ的预算约束为：

∫ｉ∈Ｉｐｉγ（θｉ，ｗｊ）ｑｉｄｉ≤ｗｊ，其中，ｗｊ表示消费者
的收入，θｉ表示第ｉ类产品的质量，γ（·）是一个心理
调节变量，描述相对于价格，消费者在消费时更注重
的是性价比。关于心理变量的设定常见于讨论出口
质量与出口目的地的文献，如Ｂｒａｍｂｉｌｌａ　＆ Ｐｏｒｔｏ
（２０１６）和Ｖｅｒｈｏｏｇｅｎ（２００８）等。

γ（θｉ，ｗｊ）
θｉ ＜０，表示相同价格下，质量更高的产

品在消费者看来更为“便宜”，更值得买；γ
（θｉ，ｗｊ）
ｗｊ ＜０，

表示相同价格下，收入越高的消费者越愿意接受高价
格的产品。
通过求解效用最大化问题，得消费者ｊ对任意

两种产品ｍ和ｎ的需求，并满足条件：

ｑｍ
ｑｎ＝

ｐｍγ（θｍ，ｗｊ）
ｐｎγ（θｎ，ｗｊ（ ））

１／（ρ－１）

（１）

（二）生产
假定厂商使用两种要素投入品，即劳动与资本。

依劳动者能力的差异对劳动付出差异性工资，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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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报酬则全社会相同。与大多数文献一样，本文
同样假设企业生产分为两部分，包括物质产品的生
产和质量的生产。依惯常的假定，物质产品生产的
边际成本不变，从而生产的边际成本依赖于所选取
的质量。企业面对固定成本Ｆ，产品在垄断竞争市
场上进行销售。
借鉴Ｊｏｈｎｓｏｎ（２０１２）和 Ｈａｌｌａｋ　＆ Ｓｉｖａｄａｓａｎ

（２０１３），给定物质产品边际成本，厂商的边际成本与
质量相关。同时，加入工资的异质性，参考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和Ｂｒａｍｂｉｌｌａ　＆Ｐｏｒｔｏ（２０１６），物质产品边际
成本受到劳动生产率φｉ和工资ｗｉ的影响。此外，在
两种要素投入的情形下，加入调节变量资本劳动比

αｉ，从而ＭＣｉ＝ＭＣｉ（θｉ，ｗｉ，φｉ，αｉ）。
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上，企业按照边际成本进行

加成定价：

ｐｉ＝ＭＣｉ（θｉ，ｗｉ，φｉ，αｉ）／ρ （２）
（三）均衡条件
企业利润：πｉ（θｉ，ｗｉ，φｉ，αｉ）＝（ｐｉ－ＭＣｉ（θｉ，ｗｉ，

φｉ，αｉ））ｑｉ－Ｆ。该利润函数的值域为［－Ｆ，＋∞），
即总存在某个企业选择某个ＭＣ＊，获得零利润，我
们以它作为基准企业来对社会其他企业进行

定义②。
结合需求的局部均衡条件有：

ｑｉ
ｑ＊
＝ ｐｉγ（θｉ，ｗｊ）
ｐ＊γ（θ＊，ｗｊ（ ））

１／（ρ－１）

考虑企业无法了解到每个消费者的情况并据此

安排自己的生产情形，企业只能根据可观测到的整
体收入水平来估计社会的需求。社会整体收入水平
由一个代表性的收入为ｗ

－
的个人来表示，从而企业

面对的需求可以被改写为：

ｑｉ＝
ｐｉγ（θｉ，ｗ

－）

ｐ＊γ（θ＊，ｗ
－（ ））

１／（ρ－１）

ｑ＊ （３）

由此得到类似于 Ｈａｌｌａｋ　＆Ｓｉｖａｄａｓａｎ（２０１３）的
需求函数。可以看出，产品出口数量是其价格、质量
及社会整体收入水平等宏观变量的函数。
将式（２）和式（３）代入企业的利润函数。在给定

要素投入结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情况下，企业
通过选择生产产品的质量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从
而得到质量的决定方程：

ｍａｘθｉπｉ（θｉ，ｗｉ，φｉ，αｉ）＝
（１－ρ）
ρ
ＭＣｉ（θｉ，ｗｉ，φｉ，αｉ）

ＭＣｉ（θｉ，ｗｉ，φｉ，αｉ）γ（θｉ，ｗ
－）／ρ

ｐ＊γ（θ＊，ｗ
－（ ））

１／（ρ－１）

ｑ＊－Ｆ

一阶条件：ρ
ＭＣｉ（θｉ，ｗｉ，φｉ，αｉ）

θｉ γ（θｉ，ｗ
－）

－γ
（θｉ，ｗ

－）
θｉ ＭＣｉ（θｉ，ｗｉ，φｉ，αｉ）＝０

不难看出，真正影响企业对产品质量选择的因
素还是企业自身的异质性特征，包括工资、劳动生产
率和要素投入结构，以及社会整体收入水平等表示
宏观需求的因素，具体选择哪个企业作为基准企业
不会影响到企业产品质量的决定。

进一步处理得到：－ρ·ｅＭＣ（θｉ）＝ｅγ（θｉ）　（４）

其中，ｅＭＣ（θｉ）＝

ＭＣｉ（θｉ，ｗｉ，φｉ，αｉ）
θｉ θｉ

ＭＣｉ（θｉ，ｗｉ，φｉ，αｉ）
，为边际

成本关于质量的弹性；ｅγ（θｉ）＝

γ（θｉ，ｗ
－）

θｉ θｉ

γ（θｉ，ｗ
－）

，为心理

调节变量关于质量的弹性。
由式（４），可以得到：
定理：企业的质量决定条件是，在既定要素投入

结构、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下，边际成本关于
质量的弹性与心理调节变量关于质量的弹性之比为

定值。该 定 值 与 产 品 的 替 代 弹 性 相 关，并 等
于－（σ－１）／σ。
由于模型将开放经济退化到 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８０）

的情形，因此式（４）所表示的质量决定可以同时用于
出口产品质量决定的分析。

（四）显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工资变动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

响，考虑到γ关于θｉ和ｗ 的一阶导小于０，这里设定
心理调整因素具体的函数形式为：

γ（θｉ，ｗ
－）＝ １

θｉｗ
－ （５）

我们对企业边际成本的设定部分稍作拓展，维
持物质产品生产边际成本不变的假设，但假定两种
要素投入以ＣＥＳ形式复合物质产品生产函数，此
时要素市场的均衡条件总会有利率被表示为要素

投入结构和工资的函数。参考 Ｍｅｌｉｔｚ（２００３）的经
典设定，我们将物质产品生产边际成本近似设定为

ＭＣｉ，ｐｈｙ＝ｗｉ／（ατｉφｉ）。其中，φｉ代表劳动生产率，αｉ代
表资本劳动比，τ＜１是一个调整参数，表示对工资
所反映的边际成本的调整，同样的工资水平下，密集
使用劳动要素的企业相对来说边际成本会更高。在
生产质量的边际成本表达上，我们在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２０１２）及 Ｈａｌｌａｋ　＆Ｓｉｖａｄａｓａｎ（２０１３）的基础上稍作

改动：引入θ
－
表示可达成的质量水平，从动态的角度

看，可理解为上一期达到的质量水平，从而用θｉ／θ
－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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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对预期质量的偏离。同时，借鉴Ｂｒａｍｂｉｌｌａ　＆
Ｐｏｒｔｏ（２０１６）引入工资对应于工人能力，将质量部分

设定为ＭＣｉ，ｑｕａ＝（θｉ／θ
－
ｉ）βｗｉμ。其中，β＞１，满足生产

质量部分的边际成本关于质量的一阶导和二阶导

都大于 ０（借鉴 Ｖｅｒｈｏｏｇｅｎ，２００８；Ｂａｓｔｏ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Ｋｕｇｌｅｒ　＆ Ｖｅｒｈｏｏｇｅｎ，２０１４等）；μ＞０，代表
生产质量部分要素投入的成本强度。我们在此对
这两部分边际成本进行ＣＥＳ复合成为企业总体的
边际成本：

ＭＣｉ（θｉ，ｗｉ，φｉ，αｉ）＝（ＭＣｉ，ｐｈｙ
ｘ＋ＭＣｉ，ｑｕａｘ）１／ｘ。

其中，１＞ｘ＞０，表达企业在物质产品生产成本
与质量生产成本之间的取舍与权衡。当工资上升
时，生产物质产品的边际成本与生产质量的边际成
本都会上升，但受到参数的影响变化幅度并不相同。
生产物质产品的边际成本参数为１，而质量的边际
成本则是μ，我们将这两个参数定义为成本强度，来
刻画工资上升带来的成本压力。企业会对边际成本
投入进行选择，按照“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如果
生产物质产品的成本强度大于质量，那么选择投入
生产质量，否则投入生产物质产品。
将上述边际成本和式（５）代入式（４），得：

θｉ＝θ
－
ｉｗｉ

１－μ
βαｉ－

τ
βφｉ

－１
β·Ｄ。其中，Ｄ≡（βρ－１）

－１
βｘ，

βρ＞１是个常数。为方便分析，进行正向单调变换，
得到式（６）：

βｌｎθｉ＝βｌｎθ
－
ｉ＋（１－μ）ｌｎ　ｗｉ－ｌｎφｉ

－τｌｎαｉ＋βｌｎＤ （６）
（五）基准分析与拓展分析
针对式（６），我们分别进行基准分析和拓展分

析。所谓基准分析，即考虑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不相
关的情形，而拓展分析则为纳入“效率工资效应”的
分析。

１．基准分析。由式（６），可直观获得推论１：
推论１：产品质量具有持续性，可达到（或已经

达到）的质量水平越高，产品质量相应越高。
由于不能直观判断出工资或是劳动生产率对产

品质量的影响，影响都存在正反两面。工资对产品
质量的影响分为对物质产品成本的影响（ｌｎ　ｗｉ）和
对质量成本的影响（－μｌｎ　ｗｉ）两部分，物质产品成
本对质量的影响为正，即工资成本上升，物质产品生
产成本随之上升，企业越倾向于提升质量来对冲工
资成本上升；但质量成本对质量的影响为负，工资上
升同时使得提升质量的成本上升，企业倾向于降低
质量来降低成本，最终的效应取决于工资在物质产

品成本和质量成本中的地位，即受到参数１与μ二
者大小的影响。
而劳动生产率的作用除了在物质产品的边际成

本中以生产效率（－ｌｎφｉ）的形式直接影响之外，还

通过可达到的质量水平θ
－
ｉ来反映技术水平信息间接

影响产品质量③。一方面，从物质产品成本的角度
出发，劳动生产率上升使得物质产品生产的成本降
低，而物质产品生产的边际成本和质量生产的边际
成本存在替代关系。在静态的情形下，企业的投入
是给定的，那么企业在对既定投入进行分割时，便会
降低对产品质量这一更高成本项目的投入，从而生
产更多的物质产品，以更低的价格出售以补回质量
提升不足的损失，以数量替代了质量，因此对质量影
响为负，我们将之称为劳动生产率对产品质量的替
代效应。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技术水平，它实质上决定了可达到的质量水平④，
在这个层面上对产品质量的影响为正，我们可称之
为劳动生产率对产品质量影响的技术效应。综上所
述，得：
推论２：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

影响都存在正反两方面的效应，其最终影响取决于
哪一种影响效应占优。

２．拓展分析。借鉴Ｓｏｌｏｗ（１９７９）的分析，引入
工资上升的“效率工资效应”，φｉ＝ｅ（ｗｉ）／αｉ（这里的
设定简化了Ｓｏｌｏｗ（１９７９）对努力水平的分析，直接
将其与劳动生产率挂钩），ｅ（·）是用来刻画努力程
度的函数，ｅ′（·）＞０，ｅ″（·）＜０且满足稻田条件。

αｉ作为要素投入结构是一个调节变量，表示工人努
力水平对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企业影响是不同的，对
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要大于资本密集

型企业。
同时，我们具体化劳动生产率的技术效应，具体

地，采用简洁形式：θ
－
ｉ＝φｉ

１／μ，（１／μ）表示劳动生产率
转化为质量的转换率，也表示预期质量关于劳动生
产率的弹性。我们借用工资的成本强度参数μ，将
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在质量生产部分联系起来，表示
工资对质量生产的成本强度越高，在“效率工资”假
设下，说明劳动生产率转化为质量的难度越大。进
一步考察式（６）：

ｌｎθｉ＝１
μ
ｌｎ（ｅ（ｗｉ）／αｉ）＋１－μ

β
ｌｎ　ｗｉ

－１
β
ｌｎ（ｅ（ｗｉ）／αｉ）－τ

β
ｌｎαｉ＋ｌｎＤ

将其写为紧凑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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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ｉ＝Ｄ　ｗｉ
１－μ
βαｉ－

τ
β（ｅ（ｗｉ）／αｉ）

１
μ
－１
β

化简得，

θｉ
ｗｉ＝Ｄ

αｉ
１－τ
β
－１

ｗｉ
１－μ
β
ｗｉ

１－μ
β ＋ １

μ
－１（ ）（ β

ｅ（ｗｉ）
１
μ
－１
β·ｅ＇（ｗｉ）ｗｉ
ｅ（ｗｉ ）） （７）

由式（７）可以看出，在考虑了“效率工资效应”的
情况下，影响工资对产品质量作用的关键是工资对
质量生产的成本强度。一方面是它与工资对物质产
品生产的强度比较，决定了在成本投入的选择方面
工资对质量的作用，即括号中的第一项；另一方面则

是它所表达的劳动生产率转换为质量的难度（１
μ
）与

劳动生产率降低物质产品成本效果（１
β
）的比较，决

定了“效率工资”对质量的影响。

基于此，我们发现影响工资对质量作用的关键
就是参数“μ”。放松“μ”不变这一假设，假定它满足
边际效率递减，随工资变动，即工资越低，这一成本
强度越大，质量生产边际成本对工资变化反映越大。

结合努力水平函数的性质，不难看出，工资上升到一
定水平（劳动生产率相应上升到一定水平），（７）式中
括号内的第一项总会为负，即工资对质量的影响总
会由负向转向正向。面对工资上升，企业不可能无
限制地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来对冲这一成本压力，

最终工资对于产品质量的倒逼作用会占优。进一步
考察（７）式中的第二项，可以推导出与第一项相类似
的结论，即存在由负向到正向的变化过程，由此获得
推论３。

推论３：工资在较低水平（对应的劳动生产率水
平也较低）下发生上升时，不利于提升产品的质量，

但当工资（从而劳动生产率）上升到达一定水平之
后，对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会转为正向。

（六）待检验假说
由此，我们提出待检验假说：

假说１：工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受劳动生
产率水平的调节，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工资对出
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会从负向转为正向。

假说２：劳动生产率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受
工资水平的调节，随着工资水平的上升，劳动生产率
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会从负向转为正向。

假说３：工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除了直接
影响外，还会因“效率工资效应”而存在通过劳动生
产率传递的间接影响。

三、实证模型设定、数据处理与
核心变量的测算

（一）实证模型设定
本文的实证模型建立在式（６）的基础上，由式

（６）可得，

ｌｎθｉ，ｔ＝βθｌｎθ
－
ｉ，ｔ＋βｗｌｎ　ｗｉ，ｔ＋βφｌｎφｉ，ｔ＋βαｌｎαｉ，ｔ

＋βＸ＋εｉ，ｔ⑤

其中，Ｘ和β为向量，代表控制变量及其系数。
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借鉴已有研究，我们选择引入
企业的规模因素（Ｓｉｚｅ）、供给因素（Ｓｕｐｐｌｙ）以及汇率
因素（Ｒｅｅｒ）。关于企业的规模因素，已有文献中有采
用雇佣规模（樊海潮、郭光远，２０１５），也有采用资本规
模（赵伟等，２０１１），但由于本文在工资衡量中已经用
到了雇佣规模的信息，因此这里采用资本规模予以衡
量。在供给方面，本文选用企业的总产出来表示。企
业总产出也经常被用于表达企业规模，虽然二者没有
形成严重的共线性，但在后文中我们依然对这一设定
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发现二者的同时引入不会对估计
结果造成较大的影响，并且比仅引入产出的估计要更
有效。汇率因素的引入主要基于出口产品这一考虑，
已有研究表明，汇率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以及企业
定价）之间会存在相互影响，如王雅琦等（２０１５）、Ａｕ－
ｔｈ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等。本文借鉴戴觅、施炳展（２０１３），获
得了企业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数据。
在计量模型中尚存在一个无法观测的变量，

即可达到的质量水平。我们利用企业上一期的质
量水平来表示，即认为上一期达到的水平应该是
本期可以达到的水平，而上一期的信息在本期是
可以观察到的。用资本－劳动比（Ｒａｔｉｏ）来表示要
素投入结构，采用资本的对数值除以劳动的对数
值。劳动生产率（Ｌｔｆｐ）和质量（Ｆｉｒｍｑ）的测算详
见后文。此外，劳动生产率和工资（Ｗａｇｅ）存在相
互影响，正如理论模型所阐述的，工资上升可能会
提升劳动生产率，姚先国、曾国华（２０１２ａ、２０１２ｂ）
也实证检验出类似的结果。同时，长期来看，工资
由劳动生产率所决定，二者除去自身的影响外，可
能还会通过对方影响到产品质量，因此我们加入
二者的交互项（Ｃｒｏｓｓ）来表示。基于此，我们设定
实证模型为：Ｆｉｒｍｑｉ，ｔ＝βθＦｉｒｍｑｉ，ｔ－１＋βｗｌｎ　Ｗａｇｅｉ，ｔ
＋βφｌｎ　Ｌｔｆｐｉ，ｔ＋βｃＣｒｏｓｓｉ，ｔ＋βαＲａｔｉｏｉ，ｔ＋βＸ＋εｉ，ｔ，

Ｘ＝（ｌｎ　Ｓｉｚｅｉ，ｔ，ｌｎ　Ｓｕｐｐｌｙｉ，ｔ，ｌｎ　Ｒｅｅｒｉ，ｔ）。
（二）数据处理
本文主要利用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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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海关数据库，对二者进行匹配来获得所需要的微观
层面数据。在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处理上，我们主要借
鉴Ｃａｉ　＆Ｌｉｕ（２００９）的方法和聂辉华等（２０１２）的思
路，对每年的数据，首先剔除明显不合理的观测值（包
括重要变量缺失的样本，如就业人数、工资、总产值、
销售额等）、不符合会计准则的样本（如总资产与总负
债不相等）、明显存在错误的样本（比如从业人员为
零，产出为零等）。其次，我们剔除了不满足“规模以
上”要求的企业，但我们的标准相对于 Ｃａｉ　＆ Ｌｉｕ
（２００９）来说更宽松，我们主要剔除了从业人员数小
于８的企业⑥。再次，我们对工资、产出、固定资本
净值等关键变量取分位数，剔除上下各０．５％的数
据。最后，我们对企业产出、工资总额等按照 ＣＰＩ
进行了平减。
在海关数据方面，首先剔除了重要信息缺失的

变量，如企业名称等，为了使出口产品质量的测算能
够更为准确，我们剔除了所有的贸易公司⑦。其次，
海关数据库是月度数据，为了对质量进行测算，我们
将数据规整到企业—产品—目的地—年度的层面，
在月度内，按照企业—产品—目的地进行加总⑧，同
一年内，按照税号将不同月份的数据进行匹配，进一
步按照企业—产品—目的地进行加总。再次，为了
使得不同年份之间可比，本文借鉴 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按照出口目的地的 ＣＰＩ对出口额进行了
平减⑨。
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所用的企业代码与海关数

据库的税号对同一企业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借鉴田
巍、余淼杰（２０１２）的做法将两大数据库按照年份进
行匹配，即首先按照企业名称进行匹配，进一步按照
邮政编码和电话号码的后七位进行匹配。由于本文
研究的是出口产品质量问题，因此，剔除了非出口企
业以及存在进入和退出的企业，得到一个平衡面板
数据。最后，我们剔除了资源类和农产品类的企业
样本。

（三）核心变量的测算

１．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测算。早期文献对企
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测算一般基于单位价值量，如

Ｓｃｈｏｔｔ（２００４）、Ｈｕｍｍｅｌｓ　＆ Ｋｌｅｎｏｗ（２００５）等，但单
位价值量不仅反映了质量信息，还受成本因素的影
响，价值量低可能是质量低使然，也可能是成本低的
缘故，中国出口的产品更有可能是后者。此外，因为
中国出口产品的同质竞争，以及如施炳展（２０１３）所
述及的，要素投入价格的负向扭曲使得中国存在高
质低价的情况，所以用单位价值量来衡量企业出口

产品质量不是很妥当。针对不可观测的质量，有一
种比较好的方法，即利用已有的质量信息，如Ｃｒｏｚｅ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将法国的红酒作为观察对象所进行的研
究。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方法具有很强的局限性，
对于大多数制造业企业而言，目前还没有广为认可
的质量测评体系。
因此，本文采用另一种通过需求函数递推质量

的方法，类似的方式可以参见 Ｈａｌｌａｋ（２００６）、Ｈａｌ－
ｌａｋ　＆Ｓｉｖａｄａｓａｎ（２００９）、施炳展（２０１３）以及樊海潮、
郭光远（２０１５）。同样，利用需求函数对质量进行倒
推，依然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用数量对价格进
行回归，如施炳展和邵文波（２０１４），但这种做法存在
比较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并且比较棘手瑏瑠。本文选用
另一种方法，即将价格和数量移到方程的左边，对替
代弹性σ进行赋值，进而控制年份、目的地、企业等变
量进行估计。这种估计方法的难点在于σ的取值，

Ｂｒｏｄ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给出了产品的弹性表，我们选用其
中ＨＳ２位码的σ值瑏瑡。具体来说，由（１）式，我们取社
会平均水平作为基底，那么对于企业ｉ，其面临的需求

为，ｑｉ＝
ｐｉγ（θｉ，ｗ

－）

ｐ＊γ（θ＊，ｗ
－（ ））

１／（ρ－１）

ｑ＊，两边取对数，得ｌｎ　ｑｉ＋

σｌｎ　ｐｉ＝－σｌｎγ（θｉ，ｗ
－）＋σｌｎγ（θ＊，ｗ

－）＋ｌｎｑ＊＋σｌｎｐ＊。进

一步，我们将显性化的γ（θｉ，ｗ
－）代入，得ｌｎ　ｑｉ＋σｌｎ　ｐｉ＝

σｌｎθｉ－σｌｎ　ｗ
－
＋σｌｎγ（θ＊，ｗ

－）＋ｌｎ　ｑ＊＋σｌｎ　ｐ＊。其中，关
于社会的情况可通过引入企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

效应来实现，关于目的地收入可以通过引入目的地
固定效应来实现。进而，我们构造出本文的质量测
算方程：

ｌｎ　ｑｉ．ｔ＋σｈｌｎ　ｐｉ，ｔ＝χｉ＋χｔ＋χｄ＋εｉ，ｔ
其中，σｈ表示 ＨＳ２位码上的σ取值；χｉ表示企业

个体固定效应，控制企业间的个体差异；χｔ表示时间
固定效应，控制随时间变化的因素；χｄ表示目的地固
定效应，控制出口目的地的因素。我们所需要的质量
对数值就是估计出的残差εｉ，ｔ除以σｈ。而后我们对每
一个ＨＳ６分位上进行回归瑏瑢。
借鉴施炳展、邵文波（２０１４）的做法，为了使得不

同企业、不同产品之间的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具有可
比性，同时也为了能够得到企业层面的出口产品质
量瑏瑣，本文将所得到的产品质量按照 ＨＳ６位码进行
标准化，即对一个ＨＳ６位码的产品ｊ，定义出最大的
产品质量θｊ，ｍａｘ以及最小的产品质量θｊ，ｍｉｎ，则企业ｉ
的ｊ产品质量可通过下式被标准化：

θｉｊ－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θｉｊ－θｊ，ｍｉｎ
θｊ，ｍａｘ－θｊ，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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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按照企业贸易额进行加权，加总到企业层面，

获得企业ｉ的出口产品质量：θｉ＝∑ｊｑｉｊｑｉθｉｊ－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进而

使得出口产品质量在企业层面可以进行横向

对比瑏瑤。

２．劳动生产率的测算。劳动生产率是本文另
一核心指标。对它的测算，本文是在保证样本量的
情况下，假定经典的Ｃ－Ｄ生产函数，分组进行以投
资作为代理变量的Ｌ－Ｐ方法回归得到全要素生产
率，而后进一步利用Ｃ－Ｄ生产函数的性质按劳动
投入的贡献进行分解。由于我们的目的在于提升劳
动生产率的估计精度，因此首先考虑企业要素投入
结构的差异，在企业层面按照企业的资本劳动比，保
证样本量充分的情况下，将样本划分为１０组；然后
在每组进行以投资为代理变量的Ｌ－Ｐ回归，得到
每组的全要素生产率；最后利用每组Ｌ－Ｐ回归得
出的劳动投入的贡献，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最
终获得所需要的劳动生产率。Ｌ－Ｐ方法可以有效
克服传统ＯＬＳ回归所面临的“同时性问题”，避免对
劳动投入贡献的高估（Ｏｌｌｅｙ　＆Ｐａｋｅｓ，１９９５；Ｌｅｖｉｎ－
ｓｏｈｎ　＆ Ｐｅｔｒｉｎ，２０００）。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２００９）进一步
证明了同等条件下，Ｌ－Ｐ方法比Ｏ－Ｐ方法更有效
且计算更简洁。沿袭Ｏｌｌｅｙ　＆Ｐａｋｅｓ（１９９５）的思路，
我们选择了投资而非中间投入品作为代理变量，因
为投资作为代理变量有充分的理论基础（Ｐａｋｅｓ，

１９９４），而选择中间投入品则建立在中间投入品表达
式可逆的假定之上，具体可参见Ｐａｋｅｓ（１９９４）、Ｏｌｌｅｙ
＆Ｐａｋｅｓ（１９９５）和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Ｐｅｔｒｉｎ（２０００）。此
外，依笔者所见，中间投入品进入生产函数是可以接
受的，因为它是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不能进入
增加值的方程，因为中间投入品实际上不创造增加
值，增加值的根源还是来自于资本和劳动，因而加入
中间投入品的估计，会带来对劳动投入贡献的低估。
相比于最为常见的对全样本所进行的直接回归，本
文在估计劳动生产率过程中对样本进行了分组回

归。这是因为，企业个体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尤其
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直接和企业的要素投入结

构密切相关，如果对全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实际上相
当于假定资本密集型的企业和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具

有相同的生产函数，这无疑是很强的假定。从全局
的角度来看，这种分组回归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样本选择偏误的问题，但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来看，
这个偏误或许是有益的，因为它有助于提升劳动生
产率测算的精度。

３．企业层面实际有效汇率的测算。本文对企
业层面实际有效汇率的测算主要借鉴戴觅、施炳
展（２０１３），即首先按照出口的目的地参照各国

ＣＰＩ进行平减得到实际汇率，再进一步以企业为
单位，按贸易额加权平均得到企业层面的实际有
效汇率。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如表１所示，核心变量的

描述性统计见表２。

表１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变量名 含义 数据来源

ｆｉｒｍｑ
企业的出口产

品质量

笔者通过测算得出，详见指标测
算部分

ｗａｇｅ 人均工资
工业企业数据库，应付工资除以
从业人数

ｌｎｌｔｆｐ 劳动生产率
笔者通过计算得出，详见指标测
算部分

ｃｒｏｓｓ
工资与劳动生

产率的交互项

人均工资的对数与劳动生产率

的对数相乘

ｒａｔｉｏ 要素投入结构

工业企业数据库，固定资本净值
的对数值除以全部职工数的对

数值瑏瑥

ｓｉｚｅ 企业规模 工业企业数据库，固定资本净值

ｓｕｐｐｌｙ 供给因素 工业企业数据库，总产出

ｒｅｅｒ 实际有效汇率
笔者通过计算得出，详见指标测
算部分

ｅｘｐｏｒｔ 企业出口总额 海关数据库，出口额

ｆｄｉｒａｔｉｏ 外资占比
工业企业数据库，外资和港澳台
资本加总除以总资本

ｓｕｂｓｉｄｙ 补贴 工业企业数据库，补贴

　　注：所有变量以前缀“ｌｎ”表示相对应的自然对数值，以
前缀“Ｌ．”表示对应的滞后项，Ｌ后的数字表示滞后的阶数，
前缀“Ｄ．”表示对应的差分项。

表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ｆｉｒｍｑ　 ０．５６６９４６８　 ０．１３７８７５７　 ０．０００６６４８　 １

ｌｎｗａｇｅ　 ３．７９５７１２　 １．０７４５７９　 １．０７４５４３　 ６．６２８９１１

ｌｔｆｐ　 ２．５１２８７１　 ０．５８４９２９６　 ０．７８２５１３８　 ４．７４７５７１

ｒａｔｉｏ　 １．６５０７　 ０．２８１１４０５　 ０．４３５６６１２　 ２．８４７３１４

ｌｎｓｉｚｅ　 ９．３６４４１８　 １．５６３６５１　 ２．１９７２２５　 １６．１６６８８

ｌｎｓｕｐｐｌｙ　 １０．９１３３１　 １．２８５９６　 ６．５４２４７２　 １７．７５９８２

ｌｎｒｅｅｒ　 １．５２５２２７　 ０．０２５８７８１　 １．３６３３１６　 １．７５０６３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　 １０．３６８１１　 ２．５８４９８９　 ３．９１２０２３　 １９．４０９６５

ｆｄｉｒａｔｉｏ　 ０．６６３６６２４　 ０．３８６８４３５　 ０　 １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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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

（一）基础回归与分析：基于系统ＧＭＭ的估计
本文主要利用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的微观层面数据

进行实证分析。由于本文所估计的是动态短面板模
型，若采用固定效应面板估计或是ＯＬＳ估计则无法
得到一致的统计量，同时鉴于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
题，我们选择系统ＧＭＭ 方法进行估计。所使用的
软件为Ｓｔａｔａ１２及其相关程序。

１．系统ＧＭＭ 估计结果及稳健性分析。本文
的基准估计结果如表３所示。第（１）列是基准的估
计结果；第（２）列对基准结果进行了聚类稳健修正；
第（３）（４）列考察了模型设定，其中，第（３）列剔除了
理论模型推导外的所有控制变量，第（４）列分析了企
业规模与供给因素引入的合理性；第（５）（６）列对工
具变量进行了敏感性分析，其中，第（５）列仅选用产
品质量滞后两期作为工具变量，第（６）列仅选用产品
质量滞后２至４期作为工具变量；第（７）列和第（８）
列采用两步法重新估计了基准结果，其中第（８）列同
样进行了聚类稳健修正。
在基准估计中，我们选用了被解释变量滞后项

的所有滞后以及除去交互项外的所有变量差分项作

为工具变量，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Ｂｏｎｄ检验表明 ＡＲ（１）存在
而ＡＲ（２）及更高阶的自相关不存在，符合回归的要

求。在工具变量的选择上，本文同时汇报了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与 Ｈａｎｓｅｎ检验的结果，因为在过度拟合检验
上，二者经常存在一定的冲突。一般来说，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用于同方差，而 Ｈａｎｓｅｎ检验用于异方差；Ｓａｒ－
ｇａｎ检验不稳健，但效力不会随着工具变量的增多
而下降，Ｈａｎｓｅｎ检验稳健，但效力会随工具变量增
多而下降。在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到，除第（３）列之
外，其余结果中Ｓａｒｇａｎ检验的结果与 Ｈａｎｓｅｎ检验
基本一致。考虑到估计中存在异方差，同时模型估
计的是大样本，我们在两种检验冲突的地方采信

Ｈａｎｓｅｎ检验的结果。由检验结果可知，本文选用
的工具变量是比较合适的。
对比第（３）列结果，剔除理论模型外的控制变量

不会对估计结果造成颠覆性影响，但这些变量的缺
失会造成对核心解释变量的低估。对比第（４）列结
果，不难看出，虽然在模型设定部分我们指出用来描
述供给因素的总产出也常用于描述企业规模，但从
估计结果来看，供给因素和企业规模的同时加入提
升了估计的有效性，同时从 Ｈａｎｓｅｎ检验结果来看，
这一设定并没有显著地加剧内生性问题。由第（５）
（６）列的结果也可以看出，本文对工具变量的选择与
设定是比较稳健的。第（７）（８）列在系统 ＧＭＭ 框
架下，选用了另一种估计的方法，结果显示与基准结
果差异不大。除去上述分析外，我们进一步进行了

表３　系统ＧＭＭ的估计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基准结果
聚类稳健

修正

剔除控制

变量

企业规模与

供给因素引入
两阶滞后

二至四阶

滞后

两步法

估计

聚类稳健修正

的两步法

Ｌ．ｆｉｒｍｑ
０．３２８＊＊＊ ０．３２８＊＊＊ ０．３４２＊＊＊ ０．３３１＊＊＊ ０．３４２＊＊＊ ０．３３５＊＊＊ ０．３３０＊＊＊ ０．３３０＊＊＊

（０．０３７１） （０．０５５２） （０．０２９５） （０．０６０５） （０．０３５６） （０．０３７９） （０．０５２１） （０．０５５２）

ｌｎｗａｇｅ
－１．０１３＊＊＊ －１．０１３＊＊＊ －０．７５１＊＊＊ －１．０７２＊＊＊ －０．８８０＊＊＊ －１．００３＊＊＊ －０．６７８＊＊＊ －０．６７８＊＊＊

（０．１９７） （０．２８７） （０．１０１） （０．３３９） （０．２３３） （０．２０９） （０．２５４） （０．２６３）

ｌｎｌｔｆｐ
－１．９１０＊＊＊ －１．９１０＊＊＊ －１．０９２＊＊＊ －１．６８５＊＊＊ －１．６６０＊＊＊ －１．８９１＊＊＊ －１．２９６＊＊＊ －１．２９６＊＊

（０．３７５） （０．５４７） （０．１４９） （０．５４７） （０．４４２） （０．３９７） （０．４８６） （０．５０５）

ｃｒｏｓｓ
０．３９２＊＊＊ ０．３９２＊＊＊ ０．２８９＊＊＊ ０．４１８＊＊＊ ０．３４０＊＊＊ ０．３８８＊＊＊ ０．２６１＊＊＊ ０．２６１＊＊

（０．０７６６） （０．１１３） （０．０３９１） （０．１３３６） （０．０９０６） （０．０８１３） （０．０９９３） （０．１０３）

ｒａｔｉｏ
０．３７１＊＊＊ ０．３７１＊＊＊ ０．０５６０＊＊＊ ０．０６４＊ ０．３２９＊＊＊ ０．３６８＊＊＊ ０．２６１＊＊ ０．２６１＊＊

（０．０７３０） （０．１１４）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３６０） （０．０８２７） （０．０７６６）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６）

ｌｎｓｉｚｅ
－０．１１５＊＊＊ －０．１１５＊＊＊ －０．１０２＊＊＊ －０．１１４＊＊＊ －０．０８４６＊＊ －０．０８４６＊＊

（０．０２３２） （０．０３６８） （０．０２６２） （０．０２４３） （０．０３３７） （０．０３４７）

ｌｎｓｕｐｐｌｙ
０．２１１＊＊＊ ０．２１１＊＊＊ ０．０５１５＊＊ ０．１８５＊＊＊ ０．２０９＊＊＊ ０．１５４＊＊ ０．１５４＊＊

（０．０４２５） （０．０６８１） （０．０２３５） （０．０４８６） （０．０４４６） （０．０６２３） （０．０６４４）

ｌｎｒｅｅｒ
０．１３７＊ ０．１３７　 ０．１４９＊ ０．１５４＊＊ ０．１４０＊ ０．１３６＊ ０．１３６＊

（０．０７４３） （０．０８３８） （０．０８７９） （０．０６８７） （０．０７４４） （０．０７８６） （０．０７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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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基准结果
聚类稳健

修正

剔除控制

变量

企业规模与

供给因素引入
两阶滞后

二至四阶

滞后

两步法

估计

聚类稳健修正

的两步法

＿ｃｏｎｓ
３．２３９＊＊＊ ３．２３９＊＊＊ ３．１２０＊＊＊ ３．８１２＊＊＊ ２．７９４＊＊＊ ３．１９８＊＊＊ ２．１９９＊＊＊ ２．１９９＊＊

（０．６５７） （０．９２５） （０．３７７） （１．１９１） （０．７７４） （０．６９８） （０．８２９） （０．８７１）

Ａ－Ｂ　ｔｅｓｔ

ＡＲ（１）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ＡＲ（２）ｐ值 ０．１６１　 ０．２７０　 ０．３５３　 ０．２８８　 ０．２７８　 ０．１７７　 ０．５４８　 ０．５５８

Ｓａｒｇａｎ　ｔｅｓｔ　ｐ值 ０．３３０　 ０．３３０　 ０．０８２　 ０．４４３　 ０．２２２　 ０．２２２　 ０．３３０　 ０．３３０

Ｈａｎｓｅｎ　ｔｅｓｔ　ｐ值 ０．５６８　 ０．５６８　 ０．３５０　 ０．５５９　 ０．３９２　 ０．４０８　 ０．５６８　 ０．５６８

Ｎ　 １７５７３　 １７５７３　 １７５７３　 １７５７３　 １７５７３　 １７５７３　 １７５７３　 １７５７３

　　注：＊、＊＊、＊＊＊分别代表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子样本估计来对稳健性进行考察，如表４所示。
从表４可以看出，我们分别进行总样本的９５％

和总样本的９０％不放回抽样（各５０次），并逐一采
用基准结果的方法进行回归，统计参数估计值。我
们发现，整体来说，参数估计值的均值与总样本估计
的基准结果类似，标准差与总样本估计的基准结果
标准误近似，参数值的极端值也没有改变符号。从

９０％到９５％，我们可以清楚发现估计值均值更贴近
总样本的基准估计结果，并且子样本的估计值离散
性在减弱。综合表３和表４的结果，可以看出，本文
的基准估计结果是比较稳健的。

２．实证结果及其解释。从整体回归的结果来
看，我们发现：第一，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持续性，前一
期出口产品质量对后一期的影响显著为正，即出口
高质量产品的企业会倾向于继续出口高质量产品。
如果将估计结果表示为差分形式，那么出口产品质
量的变动具有一致性，即如果上期出口产品质量提
升，那么它会促使本期出口产品质量继续上升，反之
则相反。第二，工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作用受
到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正向调节，只有在劳动生产率
水平足够高时，工资上升才会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
量的提升。工资上升能够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
条件是劳动生产率的对数值要高于２．５８。由此我

们验证了假说１。第三，劳动生产率对出口产品质
量的影响作用受到工资水平的正向调节，只有在工
资水平足够高时，劳动生产率上升才会促进企业出
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劳动生产率上升促进出口产品
质量提升的条件是工资的对数值要高于４．８７。由
此本文提出的假说２得到验证。其他控制变量的符
号基本符合预期瑏瑦，与已有研究差别不大，不再
赘述。
在对本文的实证结果进行具体分析之前，有必

要讨论一下企业的出口竞争行为及其策略问题。一
般地，在出口市场上，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途径有两
个：一是通过高劳动生产率来获得低成本优势；二是
通过高质量产品来获取质量优势。后者在质量异质
性理论中已经被广为说明，如Ｂａｌｄｗｉｎ　＆ Ｈａｒｒｉｇａｎ
（２０１１）、Ｊｏｈｎｓｏｎ（２０１２）和 Ｋｕｇｌｅｒ　＆ Ｖｅｒｈｏｏｇｅｎ
（２０１２）等。同时，Ｂｌａｄｗｉｎ　＆Ｉｔｏ（２０１１）进一步将厂
商的竞争行为区分为价格竞争和质量竞争。因而，
从出口竞争的角度看，企业既可以选择提高出口产
品质量来参与国际竞争，也可以谋求劳动生产率的
提升，降低成本从而通过低价来获得竞争优势。换
言之，在出口竞争中，出口产品质量与劳动生产率二
者之间存在着权衡关系。下面我们着重对于工资、
劳动生产率及其交互项进行解释。

表４　子样本估计结果

变量名 估计值均值 估计值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总样本９０％抽样５０次各参数估计结果统计

Ｌ．ｆｉｒｍｑ　 ０．３５６　 ０．０２６　 ０．３０７　 ０．４１７

ｌｎｗａｇｅ －０．４７１　 ０．１７８ －０．９４３ －０．０８７

ｌｎｌｔｆｐ －０．８８７　 ０．３４０ －１．７９６ －０．１５６

ｃｒｏｓｓ　 ０．１８１　 ０．０６９　 ０．０３２　 ０．３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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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变量名 估计值均值 估计值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ｒａｔｉｏ　 ０．１９２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３　 ０．３７７

ｌｎｓｉｚｅ －０．０５９　 ０．０２１ －０．１１７ －０．０１８

ｌｎｓｕｐｐｌｙ　 ０．１０５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８　 ０．２０９

ｌｎｒｅｅｒ　 ０．１７６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２　 ０．２６８

总样本９５％抽样５０次各参数估计结果统计

Ｌ．ｆｉｒｍｑ　 ０．３４３　 ０．０２０　 ０．３０３　 ０．３９２

ｌｎｗａｇｅ －０．５５３　 ０．１５８ －０．８４２ －０．１８３

ｌｎｌｔｆｐ －１．０４１　 ０．３０２ －１．５９９ －０．３４２

ｃｒｏｓｓ　 ０．２１３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９　 ０．３２６

ｒａｔｉｏ　 ０．２１９　 ０．０５６　 ０．０９６　 ０．３４１

ｌｎｓｉｚｅ －０．０６７　 ０．０１８ －０．１０６ －０．０２８

ｌｎｓｕｐｐｌｙ　 ０．１２１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９　 ０．１８６

ｌｎｒｅｅｒ　 ０．１８１　 ０．０２６　 ０．１３８　 ０．２６２

　　第一，关于工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受劳动
生产率水平调节的解释。如理论模型所分析的，工
资上升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从物质
产品生产成本的角度来说，工资上升提高了企业的
用工成本，我们在此称之为工资上升的“成本效应”。

面对用工成本的上升，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国际市场
竞争中求得生存，唯有提升出口产品的质量；但工资
同时也影响质量生产的成本，它的上升使得企业倾
向于降低质量来应对成本的上升。此外，工资上升
还会带来一系列的外部性影响，如激发劳动者热情
（Ｓｈａｐｉｒｏ　＆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１９８４）和减少劳动者离职
（Ｋｒｕｅｇｅｒ　＆Ｓｕｍｍｅｒｓ，１９９１）等，这些往往会推动劳
动生产率的上升。本文将这种工资上升对劳动生产
率的促进作用称之为“效率工资效应”，姚先国、曾国
华（２０１２ａ，２０１２ｂ）对此做了较详细的论证。

由此，当工资上升时，企业为了维持或提升在国
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既可能通过提升产品质量来
化解成本上升的压力，也可能通过降低产品质量来
消极应对。对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它们本身
就缺乏成本优势，工资上升带来的成本压力难以缓
冲，因此它们更可能会选择通过降低质量来释放这
一成本压力。此外，根据边际生产率递减原理及理
论模型的分析，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可能会有更
强的“效率工资效应”，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强化其价
格优势，进一步降低其提升产品质量的动力。但对
于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它们具备出口的竞争优
势，同时也缺乏足够强劲的“效率工资效应”，工资的
上升反而可能倒逼它们通过提升产品质量以保持自

己的竞争优势。因此，工资上升对于出口产品质量
的影响会随着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上升经历由负向到

正向的变化过程。

第二，关于劳动生产率上升对出口产品质量的
影响受到工资水平调节的解释。劳动生产率的上升
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也存在正反两方面的效

应。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可能反映技术水平
的提升，因此会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另一方
面，如理论模型及上文所分析的，劳动生产率上升也
意味着物质产品生产成本的下降，这样会使得企业
的价格优势得以强化，进而企业将更多资源用于物
质产品的生产，而降低在产品质量提升方面的投入，

不利于产品质量的提升。

而“效率工资效应”意味着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密
切相关，当工资较低时，往往也对应较低的初始劳动
生产率，这时企业更容易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来获
得价格优势，从而降低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动力。

但是，当工资较高时，往往初始劳动生产率也较高，

这时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来获得价格优势则相对困

难，从而企业会转向寻求通过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来维持自己的出口竞争力。因而，劳动生产率对出
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会随着企业工资水平的上升由负

向逐步转变到正向。

由此，我们将估计结果归因于工资和劳动生产
率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两面性作用，以及工资和劳动
生产率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基于本文的这些基础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我们可以对目前已有研究中关
于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变化的成因进行补充性解释。

—０５—



例如，李坤望等（２０１５）和张杰等（２０１４）的研究发现，
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在入世后因为低产品质量出口企

业的频繁进入退出而出现下降趋势，但排除企业的
进入退出因素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也仅是维持了
稳定瑏瑧，没有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我们认为正是
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导致部分企业因工资上升而

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但部分企业却因工资上升而
降低了出口产品质量，两相抵消之下形成了眼下的
局面。
进一步，假设其他条件不变，随着工资上升，由

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企业之间的出口产品质量会
呈现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亦即高劳动生产率的企
业，其出口产品质量会因工资上升而提升，但低劳动
生产率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则因工资上升而下降。
进而，高劳动生产率企业的出口竞争优势进一步加
强，而低劳动生产率企业的出口则固化于价格优势，
并随工资水平的持续上涨，其价格优势终将难以为
继。工资上升或将逼迫低劳动生产率企业退出出口
市场，并在客观上促进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和
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依据 Ｍｅｌｉｔｚ（２００３）的分析，
低劳动生产率企业的退出进一步将带来社会整体资

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进而，结合样本内工资和劳动
生产率的实际情况，如表５所示，可以看出工资和劳
动生产率均逐年增长，工资整体均值始终在临界工
资之下，每年度大约只有５％～１０％的企业超出工
资临界值，但２００６年劳动生产率整体均值已然跨过

２．５８的临界值，超过５０％的企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大
于２．５８的临界值。可以看到，在工资上升的大背景
下，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通过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来
应对工资成本的上升。同时，由于要素市场改革的
滞后等原因，中国依然存在工资的系统性负向扭曲
（Ｈｓｉｅｈ　＆Ｋｌｅｎｏｗ，２００９），而建立在工资扭曲基础
上的要素投入结构使得产品质量的提升可能存在结

构性的困难瑏瑨，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无助于促进
产品质量的升级。同时，本土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水
平低于外资企业，但二者均位于临界点的左侧。结
合上文分析所提到的两极分化趋势，我们认为，面对
工资上升，本土企业转变竞争方式和调整经营思路
显得更为迫切。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无论在理论模型还是实证

分析中均指出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存在相互的影响，
二者同时进入实证方程会产生互相干扰，交互项的
加入也不能完全排除这一干扰。为了克服这一问
题，并且进一步就工资、劳动生产率与出口产品质量

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解析，在已有理论模型的基础
上，参考基准的实证结果，下一部分将基于联立方程
组的方法对工资上升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传导

机制进行检验。

表５　工资（对数值）与劳动生产率的描述性统计

与估计临界值对比

ｌｎｗａｇｅ　 ｌｎｌｔｆｐ

临界值 ４．８７　 ２．５８

总体均值 ２．６４　 ２．５１

２０００年均值 ２．４８　 ２．４５

２００１年均值 ２．４９　 ２．４５

２００２年均值 ２．５５　 ２．４８

２００３年均值 ２．６０　 ２．５１

２００４年均值 ２．６９　 ２．５４

２００５年均值 ２．７８　 ２．５７

２００６年均值 ２．９０　 ２．６０

本土企业均值瑏瑩 ２．４８　 ２．４８

外资企业均值 ２．６７　 ２．５２

（二）传导机制的检验：基于联立方程组的回归
分析

１．联立方程组的构建。在联立方程组的构建
上，首先，确定工资、劳动生产率与出口产品质量为
内生变量。其次，借鉴递归型联立方程组的思路，即
控制各方程的前定变量基本一致。再次，根据识别
条件，对方程进行部分调整，并借鉴已有研究加入部
分前定变量。具体来说，出口产品质量的方程中我
们在企业规模和供给因素中只留下了企业规模，而
将供给因素放入工资方程。鉴于张杰等（２００９）和钱
学锋等（２０１１）的研究均证实了中国企业存在“出口
学习效应”瑐瑠，我们将出口因素（Ｅｘｐｏｒｔ）引入劳动生
产率的方程。已有大量研究指出不同所有制结构的
企业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我们在控制变量中引
入外资占比（Ｆｄｉｒａｔｉｏ）来反映所有制因素瑐瑡。在内
生变量方面，每个方程均会选择其余两个作为解释
变量以控制可能的双向因果瑐瑢，并且这样也可以详
细拆解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劳动

生产率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相互影响。由于对动
态模型估计的有限性，我们在质量的方程中去除了
被解释变量的滞后，进而构造了一个恰好识别的模
型结构。为了进一步处理残留在控制变量上的内生
性，我们将除内生变量外的所有变量进行一阶滞后，

具体实证模型构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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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ｒｍｑｉ，ｔ＝αｗｌｎ　Ｗａｇｅｉ，ｔ＋αφｌｎ　Ｌｔｆｐｉ，ｔ
＋α１Ｒａｔｉｏｉ，ｔ＋α２ｌｎ　Ｓｉｚｅｉ，ｔ
＋α３ｌｎ　Ｒｅｅｒｉ，ｔ＋α４Ｆｄｉｒａｔｉｏｉ，ｔ
＋εｉ，ｔ

ｌｎ　Ｌｔｆｐｉ，ｔ＝βｗｌｎ　Ｗａｇｅｉ，ｔ＋βθＦｉｒｍｑｉ，ｔ
＋β１Ｒａｔｉｏｉ，ｔ＋β２ｌｎ　Ｓｉｚｅｉ，ｔ
＋β３Ｆｄｉｒａｔｉｏｉ，ｔ＋β４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ｉ，ｔ
＋ｉ，ｔ

ｌｎ　Ｗａｇｅｉ，ｔ＝γφｌｎ　Ｌｔｆｐｉ，ｔ＋γθＦｉｒｍｑｉ，ｔ
＋γ１Ｒａｔｉｏｉ，ｔ＋γ２ｌｎ　Ｓｉｚｅｉ，ｔ
＋γ３ｌｎ　Ｓｕｐｐｌｙｉ，ｔ＋γ４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ｉ，ｔ
＋ｉ，

烅

烄

烆 ｔ

２．回归结果。具体回归结果如表６所示。第
（１）列为基准结果。第（２）、（３）列在工资方程中加入
补贴（Ｓｕｂｓｉｄｙ），从而将模型变为过度识别的结构，
对基准结果的稳健性进行了考察，第（２）列采用三阶

段估计，第（３）列采用两阶段估计。第（４）列在第二
列的基础上，通过迭代的方式寻找参数估计值。第
（５）列为没有经过联立纠偏的ＯＬＳ估计结果，是一
个对照和工资、劳动生产率与出口产品质量三者联
立性偏倚的评估。
由表６可以看出，加入明显的冗余变量补贴

（ｓｕｂｓｉｄｙ）并没有对基准结果形成挑战，两阶段法估
计的结果和三阶段法估计的结果除了补贴本身，其
他变量也都在显著性和参数值上维持了稳定，使用
迭代法回归的结果与基准结果及第（２）列结果均保
持了很好的一致。ＯＬＳ估计的结果则出现了明显
的差异：其一，在内生变量相互关系的符号方面出现
差异；其二，在估计值参数大小方面波动很大。而工
资、劳动生产率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联立关系明
显，因此ＯＬＳ的结果也说明了进行联立方程回归的
必要性。

表６　联立方程组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基准结果 三阶段法估计结果 两阶段法估计结果 迭代三阶段法估计结果 ＯＬＳ估计

ｆｉｒｍｑ

ｌｎｗａｇｅ
－０．８６０＊＊＊ －０．０９１２＊＊ －０．０８４２＊＊ －０．０９７８＊＊ ０．０１２９＊＊＊

（０．３２８） （０．０３７２） （０．０３７３） （０．０３８１） （０．００１６３）

ｌｎｌｔｆｐ
０．３０６＊＊＊ ０．０４０７＊＊＊ ０．０３８１＊＊＊ ０．０４３１＊＊＊ ０．００６７６＊＊＊

（０．１１４） （０．０１３３） （０．０１３３） （０．０１３６） （０．００１７７）

Ｌ．ｒａｔｉｏ
２．７９２＊＊ ０．２４３＊＊ ０．２２０＊ ０．２６５０＊＊ －０．１０１＊＊＊

（１．０８７） （０．１２３） （０．１２４） （０．１２６３） （０．００６７５）

Ｌ．ｌｎｓｉｚｅ
－０．４０７＊＊＊ －０．０３８４＊＊ －０．０３５１＊＊ －０．０４１６＊＊ ０．０１１４＊＊＊

（０．１５７） （０．０１７９） （０．０１７９） （０．０１８３） （０．００１０７）

Ｌ．ｌｎｒｅｅｒ
１．３９０＊＊＊ ０．７３３＊＊＊ ０．７２５＊＊＊ ０．７４０７＊＊＊ ０．６４４＊＊＊

（０．３４４） （０．０６０４） （０．０６０５） （０．０６１９） （０．０４６７）

Ｌ．ｆｄｉｒａｔｉｏ
０．０７７５＊＊＊ ０．０２４７＊＊＊ ０．０２４３＊＊＊ ０．０２５２＊＊＊ ０．０１７６＊＊＊

（０．０２５１） （０．００３８８） （０．００３８８）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２６６）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ｃｏｎｓ
－０．０７１２ －０．３７８＊＊＊ －０．３７８＊＊＊ －０．３７９＊＊＊ －０．４２４＊＊＊

（０．３３１） （０．０８０４） （０．０８０４） （０．０８２４） （０．０７１４）

ｌｎｌｔｆｐ

ｌｎｗａｇｅ
２．９７５＊＊＊ ２．８６８＊＊＊ ２．８６５＊＊＊ ２．８７１３＊＊＊ ０．１０５＊＊＊

（０．１３７） （０．１３２） （０．１３３） （０．１３２８） （０．００６９１）

ｆｉｒｍｑ
－４．５７６＊＊＊ －５．３０５＊＊＊ －５．２９１＊＊＊ －５．３１８＊＊＊ ０．０９７２＊＊＊

（１．１８２） （１．１５１） （１．１５２） （１．１５４） （０．０３２１）

Ｌ．ｒａｔｉｏ
－１０．１３＊＊＊ －９．８３２＊＊＊ －９．８２０＊＊＊ －９．８４３＊＊＊ －０．５７２＊＊＊

（０．４７２） （０．４５９） （０．４５９） （０．４６０） （０．０２８６）

Ｌ．ｌｎｓｉｚｅ
１．４４７＊＊＊ １．４０２＊＊＊ １．４００＊＊＊ １．４０３＊＊＊ ０．０９９８＊＊＊

（０．０６６１） （０．０６４２） （０．０６４２） （０．０６４３） （０．００４５１）

Ｌ．ｆｄｉｒａｔｉｏ
－０．１２４＊＊＊ －０．１０１＊＊ －０．１０１＊＊ －０．１０１７＊＊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４５４） （０．０４４４） （０．０４４４） （０．０４４５） （０．０１１３）

—２５—



续表６

（１） （２） （３） （４） （５）

基准结果 三阶段法估计结果 两阶段法估计结果 迭代三阶段法估计结果 ＯＬＳ估计

Ｌ．ｌｎｅｘｐｏｒｔ
０．０３５３＊＊＊ ０．０４１３＊＊＊ ０．０３８７＊＊＊ ０．０４３８＊＊＊ ０．００６１８＊＊＊

（０．００８２４） （０．００８０７） （０．００８０７） （０．００８０７） （０．００１６８）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ｃｏｎｓ
－２．６８０＊＊＊ －２．０３２＊＊＊ －２．００８＊＊＊ －２．０５４＊＊＊ １．９８６＊＊＊

（０．６５５） （０．６２６） （０．６２６） （０．６２８） （０．０４３１）

ｌｎｗａｇｅ

ｌｎｌｔｆｐ
０．８６０＊＊＊ ０．７５８＊＊＊ ０．９９８＊＊＊ ０．７７４＊＊＊ ０．０２８６＊＊＊

（０．２２３） （０．２３６） （０．２４２） （０．２２１） （０．００９７１）

ｆｉｒｍｑ
１．５９５＊＊＊ １．９３４＊＊＊ １．６９４＊＊＊ １．９１８＊＊＊ ０．３１０＊＊＊

（０．４２９） （０．４４５） （０．４４７） （０．４１７） （０．０３４４）

Ｌ．ｒａｔｉｏ
３．１９１＊＊＊ ３．２６３＊＊＊ ３．１４０＊＊＊ ３．２５４＊＊＊ ３．４７４＊＊＊

（０．１１０） （０．１１６） （０．１１９） （０．１０８） （０．０２１５）

Ｌ．ｌｎｓｉｚｅ
－０．３５６＊＊＊ －０．３８７＊＊＊ －０．３２２＊＊＊ －０．３８３＊＊＊ －０．５５７＊＊＊

（０．０５６８） （０．０５９８） （０．０６１４） （０．０５６０） （０．００６０４）

Ｌ．ｌｎｓｕｐｐｌｙ
－０．２２１＊＊ －０．１７１＊ －０．２８２＊＊＊ －０．１７９＊ ０．１２８＊＊＊

（０．０９３５） （０．０９８６） （０．１０１） （０．０９２３） （０．００７２９）

Ｌ．ｌｎｅｘｐｏｒｔ
－０．０１２２＊＊＊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１２６＊＊＊ －０．０１６０＊＊＊ －０．００５２９＊＊＊

（０．００３０６） （０．００３１８） （０．００３２１） （０．００２９９） （０．００１８１）

Ｌ．ｌｎｓｕｂｓｉｄｙ
－０．００１９２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０１０５

（０．００１２６） （０．００２９７） （０．０００９２）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ｃｏｎｓ
１．１２３＊＊＊ ０．８６３＊＊＊ １．１５０＊＊＊ ０．８８３＊＊＊ １．４９２＊＊＊

（０．３０５） （０．３１６） （０．３２２） （０．２９６） （０．０５８２）

Ｎ　 １７５７３　 １７５７３　 １７５７３　 １７５７３　 １７５７３

　　注：＊、＊＊、＊＊＊分别代表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从表６的估计结果来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控
制了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相互影响以及出口产品质

量对工资的反向作用之后，工资负向影响企业的出
口产品质量，即工资上升会抑制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的提升。由此可以看出，工资上升对出口产品质量
的直接影响主要体现为“成本效应”。第二，工资正
向影响劳动生产率，同时劳动生产率正向影响出口
产品质量。换言之，工资上升会通过促进劳动生产
率的提高而提升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由此可以看
出，工资上升对出口产品质量的间接影响主要是基
于“效率工资效应”的传导。由此验证了前面理论模
型部分所提出的假说３。第三，由工资的决定方程
可见，劳动生产率正向影响工资，即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会促进工资的上升，这符合经典的研究结论，即劳
动生产率对工资的决定作用。同时，出口产品质量
也会正向影响到工资，这一结论与 Ｂｒａｍｂｉｌｌａ　＆
Ｐｏｒｔｏ（２０１６）的研究发现相一致。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构建了纳入质量异质性和效率工资的异质

性企业贸易模型，刻画了工资、劳动生产率与企业出
口产品质量的相关关系，并利用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的海
关数据库与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系统ＧＭＭ 方法
实证研究了工资上升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

响，利用联立方程组模型检验了工资上升对出口产
品质量影响的“成本效应”和“效率工资效应”。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为：第一，出口产品质量具

有持续性，其变动具有一致性，提升当期的出口产品
质量对之后每期的出口产品质量都会有促进作用。
第二，工资上升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作用受到劳
动生产率水平的调节，只有在劳动生产率水平足够
高时，工资上升才会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截至样本终点２００６年，已有超过半数的企业超过了
临界劳动生产率水平。第三，在控制了工资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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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的相互影响及出口产品质量对工资的反向作

用之后，工资上升会抑制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工资上升对出口产品质量的直接影响主要体现为

“成本效应”。第四，工资上升会通过促进劳动生产
率的提高而提升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工资上升对
出口产品质量的间接影响主要是基于“效率工资效
应”的传导。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第一，在我国现阶段，既然

只有在劳动生产率水平足够高时，工资上升才会促
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而且工资上升对出口
产品质量的直接影响主要体现为“成本效应”，那么
我国的工资上涨趋势远未消退，就意味着我国企业
的出口产品质量正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产品质
量变动的一致性和影响的持续性又可能不断加剧这

一下行趋势。因此，谨防我国现阶段出口产品跌入
“低质量陷阱”是有必要的，推动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的提升应当成为当前外贸工作的重要抓手。第二，
对于高劳动生产率的企业而言，工资成本上升会促
使它们通过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来获取竞争优势，这
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但同时，仍有小部分企业特
别是本土企业可能因工资上升而降低其出口产品质

量水平，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如何切实加强对
本土企业的支持，缓解其所面临的成本压力，或者下
决心淘汰部分落后企业，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
推动工资上涨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良性互动，这
需要在金融融资、产业扶持和对外贸易等领域协调
统筹和考虑。第三，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始
终是政府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不仅会从根本上促进企业工资水平的上升，而且
也会促使企业通过追求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而不是

凭借价格优势来参与国际竞争。第四，在当前要素
成本上升的背景下，如何降低或化解工资上升的成
本效应，同时积极利用工资上升的效率工资效应，对
于提升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以及出口企业转型升级

均具有重要意义。短期内，积极引导企业抓住工资
上升带动劳动生产率上升的契机，加大对自主创新
的支持力度，切实推动技术进步，其意义不言而喻。
但从长期来看，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高人口素质，
以高素质来匹配高工资，则是应对常态化的“高工
资”的题中应有之义。
注：

①效率工资理论认为，高工资减少了劳动力的更替，提高劳

动者的努力程度，提高劳动力的平均质量，其核心就是高

工资意味着高劳动生产率。

②推导中可以证明，以哪个企业作为基准对质量的选择没有

影响。

③与已有多数研究不同，本文在此处实际上将劳动生产率的

作用区分为生产效率和所反映的技术水平两部分，其中技

术水平通过可达到的质量水平来体现。其逻辑在于，我们

认为对产品质量起到正面作用的是技术变革带来的技术

水平提升，而生产效率只反映物质产品单位时间内的生产

量，那么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之间未必依然保持正向

关系。

④它衡量的是技术突破对于产品质量的影响，比如标准化大

生产取代手工作坊所带来的产品质量的提升。

⑤在模型中，ｌｎθ
－
（ｉ，ｔ）的系数为１，这其实是一个简化的处理，

相当于假定可达到的产品质量与真实产品质量之间具备

完全传递。

⑥这种做法参见谢千里等（２００８）。

⑦剔除企业名称中包含“进出口”“进口”“出口”“贸易”“外

经”“外贸”等字样的样本。

⑧即保证企业—产品—目的地这一组合每个观测值都是唯

一的，三项雷同的将出口额和出口数量进行加总。

⑨也可参见李宏斌等（２０１１）。

⑩施炳展、邵文波（２０１４）中选用国内价格作为工具变量来减

缓这一内生性问题。

瑏瑡类似的处理也可参见Ｔ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２）和樊海潮、郭

光远（２０１５）。其中，樊海潮、郭光远（２０１５）对这一做法进

行了比较详细的说明。

瑏瑢即在企业－产品－目的地－年份层面，限于篇幅，备索。

瑏瑣一个企业的出口产品可能不止一种，不同产品之间测算的

质量无法直接简单加总。

瑏瑤类似的做法还可参见施炳展（２０１３）。

瑏瑥相对于传统资本—劳动比的形式，这种方式下得到的变量

既能充分反映资本－劳动比的信息（相关系数达０．９），也

能够降低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瑏瑦值得指出的是，资本劳动比的符号与论文理论模型的预期

是相反的。我们认为核心原因在于此处的资本劳动比所

包含的信息远超过理论模型所抽象出的资本劳动比。除

了反映出要素投入结构信息，它还反映出生产技术的信

息，如樊海潮、郭光远（２０１５）指出的，它包含了无法通过生

产率反映的技术信息。

瑏瑧本文的测算结果同样揭示了类似的特征事实，与已有研究

基本相同，不再列出，备索。

瑏瑨如东南沿海的出口加工类企业大量雇佣低素质劳动力从

事生产，其产品质量要获得提升只能通过机器和高素质劳

动力替代低素质劳动力，但既定的投入结构使这样的替换

难以实现。

瑏瑩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外国资本金和港澳台资本金相加为０
的企业我们视为本土企业，否则视为外资企业。

瑐瑠有关出口学习效应的具体描述还可以参见 Ｇｒｅｅｎａｗａｙ　＆

Ｋｎｅｌｌｅｒ（２００７）、Ｂｅｒｎａ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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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瑡之所以没有采用传统的哑变量形式主要是因为在期末样

本中超过７０％的企业为外资企业，并且用外资占比可以

同时反映ｆｄｉ变动以及所有制动态变化的因素。

瑐瑢微观经济学经典理论表明劳动生产率对工资具有决定作

用，同时“效率工资理论”（Ｓｏｌｏｗ，１９８０；Ｓｈａｐｉｒｏ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１９８４）等指出 工 资 具 有 反 向 影 响；Ｂｒａｍｂｉｌｌａ　＆ Ｐｏｒｔｏ
（２０１６）证实了出口产品质量对工资会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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